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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测度、差异分解及收敛性研究
———以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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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定基极差熵权法、Ｋｅｒｎｅｌ 密度估计方

法、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分析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分布动态与区域差异，并利用收敛

模型对其 σ 收敛、β 收敛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表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远高于长三角，两
者均呈上升趋势，但长三角年均增速要高于珠三角。 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均不存

在两极或多极分化趋势，区域内相对差异是其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 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

绿色增长水平均存在 σ 收敛、绝对 β 收敛和条件 β 收敛，且长三角对珠三角存在明显的“追赶”态

势。 技术创新、政府干预和人力资本三大因素对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收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分别表现出污染避难所效应和消极结构效应。 为提升长三角与珠三

角及其它城市群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应当积极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和优化人

力资本结构。 要推动外资利用方式由追求外资数量向注重外资质量转型，促进民营经济与国有经

济协同发展，合理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提高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和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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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依靠粗放型增长方式实现了高速增长与跨越式发展，但同时也因其“包容性”
不强和“绿色”缺失，导致资源紧缺、环境污染、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一系列问题［１ － ２］。 ２０１２ 年“里约 ＋ ２０”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包容性绿色增长发展理念的提出，为我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

持续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践行包容性绿色增长方式，是对“五大发展理念”的深刻实践，也是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目前，以城市群为代表的集聚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发展城市群是区

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有助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与绿色化转型［３ － ４］。 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

加快，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已成为我国最具活力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其经济发展对我国未来的经济走势具

有重要影响［５］。 然而，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资源消耗较大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

题［６］，如何进一步提升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也可为其他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提升提供经验借鉴。

科学评价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是促进经济发展包容性与绿色转型的基础性工作，指标选择与评价方法



是其核心环节，内涵界定是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 关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内涵，国内外学界对其尚

未形成统一的界定。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１２）将包容性绿色增长归属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强调具备包容性的环

境友好型绿色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７］。 Ｂｏｕｍａ ＆ Ｂｅｒｋｈｏｕｔ（２０１５）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强调增长、
环境和包容性之间的平衡，有助于改善今世与后代的福利，与社会福利的总体目标有更大的协同空间［８］。 张

晓颖（２０１４）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具有包容性的绿色增长，强调经济发展、减贫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９］。
周小亮等（２０１８）将包容性绿色增长界定为一种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民生福利、成果共享、节能环保，以
及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方式［１０］。 邵娜娜和张红霞（２０１９）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基

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强调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生成一种具有包容性的绿色增长［１１］。 在指

标选择与评价方法方面，现有研究多是在分析包容性绿色增长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从
不同层面选择指标，进而构建一套指标评价体系，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杨雪星（２０１４）从
包容性经济、绿色经济、绿色经济对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三个维度构建指标评价体系，采用平均权重法计算了

２０１０ 年 Ｇ２０ 国家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１２］。 吴武林和周小亮（２０１８）从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社会效应、机
会效应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计算了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中国 ３０ 个省份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并
对其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１３］。 王宇昕等（２０１９）基于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绿色生产与资源消费和生态环

境保护四个维度，采用 ＴＯＰＳＩＳ 熵权法对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长江经济带 １１０ 个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状况展开

深入评价［１４］。 此外，也有学者从投入与产出视角构建指标体系，进而测算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 如李政大

和刘坤（２０１８）采用 ＤＥＡ 生产前沿分解模型，对我国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进行测度，深入剖析了其影响机

制［１５］。 Ｓｕ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采用基于方向距离函数与松弛变量的综合测度模型，对我国 ２８５ 个城市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５ 年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进行评价，并利用 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指数分解包容性绿色增长的驱动因素［１６］。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采用基于超效率松弛测度模型和超前沿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 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指数相结合的方法，对长江经济

带 １０８ 个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了其收敛性［１７］。
以上研究尽管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仍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 一是空间

单元选择方面，已有研究主要是选择全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长江经济带或省域展开研究，缺少针对城市群的

研究。 而目前城市群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因此以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更具现实意义。 二是空

间差异分析方法方面，尽管已有学者引入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方法对地区差异进行分析，有效地衡量了包

容性绿色增长相对差异，但却无法对其绝对差异演变规律进行深入考察，且无法准确识别组间差异对总体差

异的贡献，降低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空间差异分析的准确性。
针对上述局限，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进行拓展深化，研究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包容性绿色

增长水平的分布动态、空间差异及其收敛性，并进行比较分析。 在采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测度包容性绿色增长

水平的基础上，运用核密度非参数方法分析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分布动态特征及

其演变规律，利用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方法测算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相对差异大小及其

来源；在差异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 σ 收敛、绝对 β 收敛及条件 β 收敛进行检验。 最后，得出结论并提

出促进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提升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内涵与外延界定，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系统的

综合概念，因而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度显然不能通过单一化指标来反映，需要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

合的方式构建一套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一定的评价方法对其进行量化评估。
本文主要借鉴王宇昕等（２０１９）、吴武林和周小亮（２０１９）等学者的研究成果［１８ － １９］，并依据系统性、科学

性、层次性、代表性和获得性的原则，最终建立由经济发展、社会机会公平、绿色生产消费和生态环境保护构

成的包含有 ４ 个一级指标、１１ 个二级指标和 ３０ 个三级指标的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评价指标体

系，具体内容详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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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经济发展
经济产出

收入水平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 元 ＋
财政收入比重 ％ ＋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
职工平均工资 元 ＋

社会机会
公平

就业机会公平

教育机会公平

医疗公平

社会保障
机会公平

基础设施
条件公平

二、三产业就业率 ％ ＋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 人 －
万人拥有小学数 所 ＋
万人拥有普通中学数 所 ＋
小学师生比 人 －
中学师生比 人 －
万人拥有医院卫生数 家 ＋
万人拥有医生数（执业医师 ＋执业助理医师） 人 ＋
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张 ＋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人 ＋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人 ＋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人 ＋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 辆 ＋
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
万人拥有排水管道长度 公里 ＋
人均道路面积 平方米 ＋

绿色生产
消费

绿色生产

绿色消费

工业废水排放量 吨 －
工业 ＳＯ２ 排放量 吨 －
城镇生活消费用电 万千瓦时 －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升 －

生态环境
保护

生态资源禀赋

生态环境治理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生活污水处理率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二）研究方法

１． 定基极差熵权法。 定基极差熵权法是熵权法和定基极差法的组合运用，不仅能够避免主观设定指标

权重的不科学性，而且可以从时空双重维度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变化趋势进行有效刻画［１］。
基于定基极差熵权法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测度步骤如下：
步骤 １：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指标体系中不同指标因属性、含义和数量级存在明显差异而无法直接计

算，故需先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根据正向指标值越大越好和负向指标值越小越好原则，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

原始数据作如下处理：

Ｘ ｔ
ｉｊ ＝

ｘｔ
ｉｊ － ｍｉｎ（ｘｔ

ｉｊ）
ｍａｘ（ｘｔ

ｉｊ） － ｍｉｎ（ｘｔ
ｉｊ）

，Ｘ ｔ
ｉｊ 为正向指标

ｍａｘ（ｘｔ
ｉｊ） － ｘｔ

ｉｊ

ｍａｘ（ｘｔ
ｉｊ） － ｍｉｎ（ｘｔ

ｉｊ）
，Ｘ ｔ

ｉｊ 为负向指标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

其中，下标 ｉ表示城市群所含城市（ ｉ ＝ １，２，３，…），下标 ｊ表示指标体系所含指标（ ｊ ＝ １，２，３，…），ｔ表示

时间（ ｔ ＝ １，２，…，Ｔ），ｘｔ
ｉｊ 表示 ｔ 时期第 ｉ 个城市中第 ｊ 个指标的原始数据，ｘｔ

ｉｊ 表示经极差标准化处理后的 ｔ 时
期第 ｉ 个城市中第 ｊ 个指标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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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２：计算指标的比重。设 Ｐ ｔ
ｉｊ 为 ｔ 时期第 ｊ 个指标下第 ｉ 个城市占该指标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Ｐ ｔ
ｉｊ ＝ Ｘ ｔ

ｉｊ ／∑
Ｎ

ｉ ＝ １
Ｘ ｔ

ｉｊ （２）

其中，若比重值 Ｐ ｔ
ｉｊ ＝ ０，则定义 ｌｉｍ

Ｐｔｉｊ➝０
Ｐ ｔ

ｉｊ × ｌｎＰ ｔ
ｉｊ ＝ ０；Ｎ 为城市群所包含的城市数量。

步骤 ３：计算指标信息熵。设 Ｅ ｔ
ｊ 为 ｔ 时期第 ｊ 个指标的信息熵，计算公式为：

Ｅ ｔ
ｊ ＝ － ［ｌｎ（Ｎ） －１］ × ∑

Ｎ

ｉ ＝ １
［Ｐ ｔ

ｉｊ × ｌｎＰ ｔ
ｉｊ］ （３）

其中，Ｅ ｔ
ｊ ∈ ［０，１］，指标信息熵越小时其离散程度越大，表明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就越大，故而指标权重

也越大；反之，指标权重就越小。
步骤４：计算指标权重。设Ｗ ｊ 为第 ｊ项指标权重，指标权重越大，表明指标对测度结果的贡献越大，计算公

式为：

Ｗｔ
ｊ ＝ （１ － Ｅ ｔ

ｊ） ／∑
Ｍ

ｊ ＝ １
（１ － Ｅ ｔ

ｊ） （４）

其中，Ｍ 表示指标体系中所包含的指标项数。
步骤 ５：运用定基极差法处理原始数据。本文以样本数据初始 ２００４ 年为基准年，计算公式为：

Ｙｔ
ｉｊ ＝

ｘｔ
ｉｊ － ｘ２００４

ｉｊ，ｍｉｎ

ｘ２００４
ｉｊ，ｍａｘ － ｘ２００４

ｉｊ，ｍｉｎ
（５）

其中，Ｙｔ
ｉｊ 为 ｔ 时期第 ｉ 个城市中第 ｊ 个指标经过定基极差法处理后的无量纲化指标值，表示 ｔ 时期第 ｉ 个

城市中第 ｊ个指标的原始数据，ｘ２００４
ｉｊ，ｍａｘ 和 ｘ２００４

ｉｊ，ｍｉｎ 分别是基准年所有城市第 ｊ个指标的原始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

值。
步骤 ６：计算综合指数。设 Ｓｔ

ｉ 为 ｔ 时期第 ｉ 个城市的综合指数，将熵权法确定的指标权重和定基极差法处

理后的无量纲化指标值进行加权，最终得到综合指数，计算公式为：

Ｓｔ
ｉ ＝ ∑

Ｍ

ｊ ＝ １
Ｗｔ

ｊ × Ｙｔ
ｉｊ （６）

２． 核密度估计方法。 核密度估计（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是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可通过连续的密度

曲线描述随机变量的分布动态，从而反映随机变量分布位置、形态及延展性等特征。 假定随机变量 Ｘ 的密

度函数为：

ｆ（ｘ） ＝ １
Ｎｈ∑

Ｎ

ｉ ＝ １
Ｋ Ｘ ｉ － ｘ

ｈ
æ
è
ç

ö
ø
÷ （７）

其中，Ｎ为观测值个数，ｈ为带宽，Ｋ为核函数，Ｘ ｉ 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ｘ为均值。作为一种加权函数或

平滑转换函数，核函数 Ｋ 需要满足式（８） 所示的具体内容。常用核函数包括高斯核函数、三角核函数和四角

核函数等，本文选用在已有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的高斯核函数分析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

的分布动态。
具体表达式如式（９） 所示：

ｌｉｍ
ｘ→∞

Ｋ（ｘ）·ｘ ＝ ０

Ｋ（ｘ） ≥ ０ 　 　 　 ∫＋∞

－∞
Ｋ（ｘ）ｄ（ｘ） ＝ １

ｓｕｐＫ（ｘ） ＜ ＋ ∞ 　 ∫＋∞

－∞
Ｋ２（ｘ）ｄ（ｘ） ＜ ＋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８）

Ｋ（ｘ） ＝ １
２π

ｅｘｐ － ｘ２

２( ) （９）

３．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 相比于传统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能

够解决有效样本数据间交叉重叠及区域差异主要来源测度的问题［２０］，已在各领域的区域差异问题研究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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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广泛应用。 因此，本文在分析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差异时主要采用 Ｄａｕｇｍ 基尼系数及其分

解这一方法①。
４． 收敛模型。为了进一步考察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区域差异的演变趋势，本文主要从 σ 收

敛、绝对 β 收敛、条件 β 收敛三个层面对其加以检验，具体检验方法如下：
一是 σ 收敛模型。σ 收敛是基于产出存量水平的描述，反映了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偏离

整体平均水平的差异及其不平衡的动态过程，可以理解为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离散程度

随着时间推移呈现持续下降的过程。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 σ 收敛模型可以表示为：

σｔ ＝ ∑
Ｎｊ

ｉ ＝ １
（ｌｎＳｉｊ － ｌｎＳ ｉｊ—） ２ ／ Ｎ ｊ） （１０）

其中，下标 ｊ表示城市群（ ｊ ＝ １，２，…），下标 ｉ表示城市群所含城市（ ｉ ＝ １，２，３，…），Ｎ ｊ 为城市群 ｊ所包含

的城市数量，城市群 ｊ 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自然对数值，ｌｎＳ ｉｊ— 为城市群 ｊ 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自然对数值

的均值。
二是绝对 β 收敛模型。β 收敛是根据经济趋同理论而提出，指初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低的地区因具有

更快的增长速度会赶上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高的地区，不同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增长率与其初期水

平负相关。β收敛可以分为绝对 β收敛和条件 β收敛，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考虑收敛条件，即是否控制外在影

响因素。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绝对 β 收敛是指即使不控制外在影响因素，地区间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也最

终呈现收敛现象。考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绝对 β 收敛的模型为：

ｌｎ Ｓｉ，ｔ ＋１

Ｓｉ，ｔ

æ
è
ç

ö
ø
÷ ＝ α ＋ βｌｎ（Ｓｉ，ｔ） ＋ εｉｔ （１１）

其中，ｉ表示地区（ ｉ ＝ １，２，…，Ｎ），ｔ表示时间（ ｔ ＝ １，２，…，Ｔ），Ｓｉ，ｔ ＋１、Ｓｉ，ｔ 分别表示地区 ｉ在 ｔ ＋ １、ｔ时期的

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
Ｓｉ，ｔ ＋１

Ｓｉ，ｔ
表示地区 ｉ在 ｔ至 ｔ ＋ １ 时间段内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年增长率，α、εｉｔ、β分别为

常数项、误差项和收敛系数。若 β ＜ ０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说明各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 β 收敛，反之不

存在 β 收敛，即各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发散性。
三是条件 β 收敛。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条件 β 收敛是指在控制一些外在影响因素后，地区间包容性绿

色增长水平最终呈现收敛现象。考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条件 β 收敛的模型为：

ｌｎ Ｓｉ，ｔ ＋１

Ｓｉ，ｔ

æ
è
ç

ö
ø
÷ ＝ α ＋ βｌｎ（Ｓｉ，ｔ） ＋ δ∑

ｎ

ｊ ＝ 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 （１２）

其中，δ 为控制变量待估计参数，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为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增长率变化的控制变量，ｊ 表示控

制变量中第 ｊ 个变量，ｎ 为控制变量个数。其他变量含义与式（１１） 相同。
（三）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１． 变量说明。 由于在上述所设定的 β 收敛模型中，已对涉及的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有过详细阐

述，故而这里重点对条件 β 收敛模型设定中涉及的控制变量予以一定说明，便于对实证结果的理解。 综合既

有研究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影响因素的分析，选择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政府干

预等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第一，技术创新（Ｔｅｃｈ）。 作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关键的动力来源，技术创新有

利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等不同经济体实现长期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强度

和提高技术创新的产出水平是重中之重。 囿于数据可得性，为更为全面地反映各城市的技术创新水平，本文

主要是利用城市创新指数［２１］来表示。 第二，人力资本（ＨＵＭ）。 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仅反映了劳动力质

量，而且还是技术吸收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直接决定了城市产业结构的高度，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重要

作用。 本文主要是利用各城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量占所在地区年末人口数量的比例来衡量人力资

本。 第三，对外开放（Ｏｐｅｎ）。 外资大量涌入会对城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等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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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效优化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 在中国锦标赛式的绩效考核制度下，各地方政府会通过多样化的财政政

策工具及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去吸引外资，特别是普遍会使用降低环境标准的激励政策吸引外资以推动地

区经济高速增长［２２］，从而完成政绩考核，一定程度上深化并影响了外资驱动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效果。 本文

主要是利用各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来衡量。 第四，市场经济发展程度

（Ｍａｒｋｅｔ）。 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是各城市市场化程度的重要体现，与市场体制中的各项制度有着密切联系。
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有利于提高市场的开放度与竞争性，实现市场资源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必然也会

对各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驱动影响。 本文主要是利用各城市城镇非国有单位年末从业人数

占比来衡量。 第五，政府干预（Ｇｏｖ）。 在当代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活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政
府干预对各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 政府干预力度不同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同，过低的干预力

度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过高的干预则会抑制长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实现，因此，政府干预程度应适应包容

性绿色增长的发展。 本文主要是利用各城市扣除了教育和科技支出后的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衡量。
２． 数据来源。 依据国家发改委制定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本文以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长三角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共计 ３５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为样

本。 本文所涉及的观测期内指标数据和变量数据主要来自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

域经济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 ２０１７》。 此外，文中涉及的城市创新指

数数据以 １００ 为单位，以避免数据值过大所导致的回归系数过小给实证结果分析带来的影响。 相关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单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观测值

Ｔｅｃｈ 技术创新 １００ ０． ３２１５ ０． ８６３７ ８． ０８４７ ０． ０００２ ４９０
ＨＵＭ 人力资本 ％ ２． ７４６９ ２． ８５５９ １２． ７０００ ０． ０５００ ４９０
Ｏｐｅｎ 对外开放 ％ ８． ４０１０ ６． ４４９０ ４０． ８０００ ０． ４７００ ４９０
Ｍａｒｋｅｔ 市场经济发展程度 ％ ７８． ７３２８ ９． ５２１６ ９４． ０８００ ４１． ９０００ ４９０
Ｇｏｖ 政府干预 ％ ９． ２８２１ ３． ９６３５ ２３． ７５００ ３． ７３００ ４９０

三、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分布动态及差异分解

（一）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差异

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平均水平的演变如图 １ 所示。 观测期内，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

的均值远高于长三角。 从变化过程来看，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平均水平呈持续平稳上升趋势，而长三角虽

波动较为频繁，但总体上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４. ２７％ 、４. ８７％ 。 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的绝

对差异显著且不断扩大，由 ２００４ 年的 ０. １０９ 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０. １６３。 就城市群内部而言，长三角与珠三角内

部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空间差异显著（如图 ２ 所示），深圳市一直处于最高水平，其包容性绿色增长

最低水平为 ０. ７０９、最高水平为 ０. ９９８、平均水平为 ０. ８２９；上海市的最低水平、最高水平及平均水平分别为

０. ５０６、０. ８８３、０. ６３５；东莞市分别为 ０. ４５１、０. ８３２、０. ６３８；广州市分别为 ０. ４１３、０. ７４８、０. ５３１。 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年间包容性绿色增长平均水平看，深圳市处于领先地位，远高于其他城市；东莞、上海、广州属于第二梯队，包
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均值在 ０. ５３—０. ６４ 之间；杭州、苏州、珠海、南京、无锡、宁波、佛山、中山、合肥、常州等 １０
个城市属于第三梯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均值在 ０. ３２—０. ４５ 之间；惠州、嘉兴、舟山、绍兴、芜湖、金华、湖
州、铜陵、马鞍山、南通、镇江、江门等 １２ 个城市属于第四梯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均值在 ０. ２５—０. ３０ 之

间；台州、扬州、池州、肇庆、宣城、泰州、滁州、安庆、盐城等 ９ 个城市属于第五梯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均值

在 ０. １７—０. ２４ 之间。 不难发现，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的 ９ 个城市在 ５ 个梯度均有分布，其中前三个梯队有 ６
个城市；而长三角城市群内部仅有 ８ 个城市分布在前三梯队，其中 １ 个在第二梯队，７ 个在第三梯队。 由此

可见，不管是城市群之间，还是城市群内部，其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均存在显著空间差异，短期内长三角城市

群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仍会低于珠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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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平均水平的演变

图 ２　 长三角与珠三角内部各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

（二）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分布动态

为了进一步反映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地区绝对差异及其动态演进，使用 Ｋｅｒｎｅｌ 密度

估计分析观测期内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分布动态的演进过程，不仅可以直观刻画分布的整

体形态，而且还可通过观测期比较，揭示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演进特征。
图 ３ 描述了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在样本观测期内的空间分布及动态演进。 首先，从分

布位置来看，长三角与珠三角分布曲线中心以及变化区间右移趋势都非常明显，说明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

绿色增长水平总体上均呈上升趋势。 分布曲线移动态势与包容性绿色增长平均水平的演变趋势基本上一

致。 其次，从分布形态来看，观测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分布曲线的主峰高度经历了“上升—下降”的演变过程，
其主峰宽度则经历了“变小—变大”的演变过程，总体表现为主峰高度下降、宽度变大，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离

散程度总体趋于上升态势；珠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有所不同，其主峰高度主要经历了“上升—下降—
上升—下降”的演变过程，其主峰宽度则经历了“轻微收窄—显著变大—小幅收窄—显著变大”的变化态势，
总体上主峰高度下降、宽度显著变大，这意味着珠三角城市群的绝对差异总体趋于明显扩大态势。 再次，从
分布延展性来看，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均存在明显右拖尾现象。 同时，长三角与珠三角延展性表现各异，
长三角城市群分布延展性大体上经历了“收敛—拓宽”变化过程，总体趋于微弱收敛态势；而珠三角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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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延展性主要经历了“轻微收敛—明显拓宽—小幅收敛—明显拓宽”的变化过程，总体呈右拓宽趋势。 这

意味着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高的城市与低的城市之间的差距均有一定程度的缩小，只是

缩小幅度并不十分显著，而珠三角城市群则呈现出小幅扩大态势。 最后，从极化现象来看，观测期内长三角

与珠三角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分布主要经历了由起初的“一主一侧”双峰状态逐步演变为“单峰”状
态，这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内均不存在两极或多极分化趋势。 综合来看，随着时间推

移，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会趋于均衡。

图 ３　 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分布动态演进

（三）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差异分解

虽然 Ｋｅｒｎｅｌ 密度可以对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地区绝对差异及其分布动态进行刻画，
但却无法对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大小及其来源进行定量分析。 因此，本文

利用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对其进行科学测算与分解，详细测算结果如表 ３ 所示。
１． 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相对差异及其演进。 由表 ３ 可知，长三角与珠三角间相对差异在演变过程大体

呈“稳步下降—小幅上升—相对稳定—小幅上升”的四阶段变化趋势，具体表现为：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呈持续稳

步下降趋势，之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呈小幅上升趋势，不过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放缓态势凸显，基尼系数基本稳定在

０． ２００ 左右，但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又出现小幅上升势头。 观测期内，长三角与珠三角间基尼系数总体表现为下降

趋势，由 ２００４ 年的 ０． ２４５ 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０． ２１７，下降了 ０． ０２８，降幅约为 １１． ４３％ ，年均下降率为 ０． ７８％ 。 这

意味着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间相对差异在动态演进中缓慢缩小。
２． 长三角与珠三角内部相对差异及其演进。 据表 ３ 所示，长三角城市群演变趋势呈一定的扁平“Ｕ”形

特征，大体可划分为“趋缓下降—反弹回升”两个阶段，具体表现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年呈趋缓下降趋势，其中

２０１４ 年达到观测期内最小值，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出现两次极其微弱的上扬，之后 ２０１６ 年开始出现反弹回升。
观测期内，其基尼系数值总体有所下降，２０１７ 年相比于 ２００４ 年的 ０． １８３，下降了 ０． ０２１，降幅约为 １０． ３％ ，而
相比于 ２０１４ 年有一定的增幅，增长了近 ０． ０２７，增幅约为 １７． ３％ ，但总体依然是下降的。 珠三角城市群演变

趋势整体表现为“稳步下降—小幅上升—骤然下降—明显回升—相对稳定”的五阶段变化特征，其中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 年持续呈稳步下降趋势，随后表现为小幅递增态势且持续至 ２０１１ 年，而后在 ２０１２ 年出现骤然下降并

于 ２０１３ 年出现明显回升，之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放缓态势较为凸显，且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出现微弱上扬态

势。 观测期内，其基尼系数总体是下降的，由 ２００４ 年的 ０． ２６８ 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０． ２２９，下降了 ０． ０３７，降幅约

为 １３． ８％ ，年均降幅约为 １０％ 。
从演进趋势来看，长三角与珠三角内部相对差异在波动中均呈缩小态势。 从数值大小来看，观测期内珠

三角城市群基尼系数值要远大于长三角城市群，均值分别为 ０． ２３８、０． １７７，这说明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包容性

绿色增长水平不均衡现象更为突出。 究其原因：依据长三角与珠三角内部各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不难

发现城市群内部区域差异过于悬殊，特别是在珠三角城市群，深圳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远高于其他 ８ 个

城市，即便是排在第二、三位的东莞、广州也大幅领先于肇庆、江门等城市，事实上深圳、东莞、广州等城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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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医疗、社保和就业、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方面的确是具有更为强大的实力，而肇庆、江门等城市则

明显偏弱，这也使得珠三角内部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差距相对较大，表现相对更为不均衡。 总之，观测

期内，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相对差异显著，且以珠三角尤为突出，但两者区域内相对差异均呈缩小态

势。
表 ３　 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

年份
基尼系数 贡献率（％ ）

长三角 －珠三角 长三角 珠三角 区域内 区域间 超变密度

２００４ ０． ２４５ ０． ２０４ ０． ２６８ ５０． ３６ ３４． ４７ １５． １７
２００５ ０． ２３４ ０． １９２ ０． ２５９ ４９． ８５ ３５． ６４ １４． ５１
２００６ ０． ２３１ ０． １９２ ０． ２５５ ５０． ４１ ３５． ０９ １４． ５１
２００７ ０． ２２６ ０． １９１ ０． ２３４ ５０． ４１ ３６． ５７ １３． ０２
２００８ ０． ２１０ ０． １７９ ０． ２２５ ５１． ６４ ３３． ３２ １５． ０４
２００９ ０． ２１３ ０． １７２ ０． ２３７ ４９． ５２ ３６． ８８ １３． ６０
２０１０ ０． ２２７ ０． １７５ ０． ２４２ ４６． ８７ ４２． １３ １１． ００
２０１１ ０． ２２３ ０． １６７ ０． ２４７ ４６． ２５ ４２． ４８ １１． ２７
２０１２ ０． ２００ ０． １６１ ０． ２１１ ４８． ９５ ３７． ６３ １３． ４２
２０１３ ０． ２０６ ０． １６０ ０． ２３７ ４８． ５２ ３６． ９２ １４． ５６
２０１４ ０． １９９ ０． １５６ ０． ２２７ ４８． ８１ ３６． ３２ １４． ８７
２０１５ ０． ２００ ０． １５８ ０． ２３１ ４９． １５ ３４． ３３ １６． ５３
２０１６ ０． ２２３ ０． １８７ ０． ２３３ ５０． ７０ ３２． ９２ １６． ３９
２０１７ ０． ２１７ ０． １８３ ０． ２２９ ５１． ０７ ３２． ４１ １６． ５３

　 　 ３． 长三角与珠三角相对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 图 ４ 刻画了观测期内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

平的相对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的演变趋势。 从差异来源的演变来看，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

区域间相对差异、区域内相对差异和超变密度贡献率演进过程均波动趋势明显，其中区域间相对差异不仅与

区域内相对差异变化趋势大致相反，且与超变密度贡献率变化趋势大致相反，相互间存在此消彼长关系，基
本呈现出“上升—下降”和“下降—上升”交替变动的演进规律。 从相对差异的大小来看，观测期内区域内相

对差异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 ５０％ 左右，区域间相对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的浮动范围分别介于

３２. ４１％—４２. ４８％ ，１１. ００％—１６. ５３％ ，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区域内差异明显大于区域间差

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 三者贡献率的均值分别为 ４９. ４７％ 、３６. ２２％ 、１４. ３２％ ，均增幅分别为 ０. １５％ 、
－０. ２４％ 、１. １９％ 。 由此可见，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相对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城市群内部相对差

异，且区域内和区域间相对差异的交互作用对总体相对差异的影响逐渐增强。

图 ４　 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相对差异贡献率

基于上述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动态分布演进特征和地区差异分解结果，不难发现：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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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可能存在收敛现象，长三角对珠三角可能存在“追赶”效应，且长三角与珠三

角各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随着时间推移最终可能会收敛至同一稳态水平。 为验证上述研究发现并对

其展开深入分析，有必要对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

四、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收敛性实证检验

在动态分布演进分析和地区差异分解分析的基础上，为了能够更加精准地考察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

绿色增长水平时空格局的演变趋势，本文从 σ 收敛、β 收敛两个维度对其收敛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一）包容性绿色增长的 σ 收敛检验与结果分析

根据式（１０），本文测算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年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的 σ 收敛系数值。 图 ５ 呈现

了观测期内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收敛系数的动态变化趋势。 从演变趋势来看，长三角与珠

三角整体经历了“稳步下降—反弹上升—明显下降—趋缓上扬—小幅下降—明显上升—趋缓下降”的变化

过程，观测期内其变化趋势总体是以稳步下降特征为主，２０１６ 年其收敛系数值相比于 ２００４ 年下降了

０. ０５３４，降幅为 １２. ６７％ ，年均下降率为 ０. ９０％ 。 具体到长三角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层面，两者的演变趋

势有所差异。 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大体呈“稳步下降—反弹上升—趋缓下降”的变化过程，稳步下降主要发

生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尽管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出现两次极其微弱的上扬，但对其下降趋势并无太大影响，而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间出大幅反弹回升态势，不过 ２０１７ 年又表现出趋缓下降态势，下降幅度相对较小，观测期内

其变化趋势总体表现为明显下降，２０１６ 年其收敛系数值相比于 ２００４ 年下降了 ０. ０４７７，降幅为 １３. ２３％ ，年均

下降率为 ０. ９４％ 。 珠三角城市群大体“稳步下降—反弹上升—明显下降—大幅回升—小幅下降—趋缓上

升—小幅下降”的变化过程，稳步下降主要发生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之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反弹上升并持续到 ２０１１
年，再之后 ２０１２ 年出现明显下降，次年又大幅回升，随后 ２０１４ 年表现出小幅下降态势，不过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又有所上升，而 ２０１７ 年则出现小幅下降，类似于整体的演变趋势，观测期内其变化趋势总体上以趋稳下降特

征为主，２０１６ 年其收敛系数值相比于 ２００４ 年下降了 ０. ０５４９，降幅为 １１. ７１％ ，年均下降率为 ０. ７６％ 。 总而

言之，基于存量视角测算的长三角与珠三角整体层面、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层面包容性绿色增长水

平地区差异的演变趋势均存在显著收敛现象，而且长三角城市群的收敛速度显然要快于珠三角城市群，存在

明显的“追赶”态势，这意味着长三角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在未来可能会逐步趋于同一发

展水平上。

图 ５　 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的 σ 收敛系数演变趋势

（二）包容性绿色增长的 β 收敛检验与结果分析

１． 绝对 β 收敛分析。 表 ４ 报告了样本观测期内长三角与珠三角整体层面和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层面

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绝对 β 收敛检验结果。 根据估计结果不难得出，长三角与珠三角整体、长三角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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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珠三角城市群的 β 系数均为负数，且长三角与珠三角整体以及长三角城市群都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珠三角城市群则是通过 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长三角与珠三角整体以及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

群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均存在绝对 β 收敛现象，也就是说长三角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在技术创新、人力资

本、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政府干预等影响因素相似情形下，各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变化发展

随着时间推移最终会收敛至同一稳态水平，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低的城市相比于高的城市具有更快的增长

速度，地区差距渐趋缩小。 从 β 收敛系数的绝对值看，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相对低的长三角城市群收敛速度

快于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高的珠三角城市群，表明存在长三角城市群对珠三角城市群的“追赶效应”。 珠三

角城市群收敛更慢的原因可能在于：受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和经济结构等因素影响，导致各城市包容性绿色

增长进程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使得其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向稳态水平收敛的速度较慢。 上述现象也表明，在
不控制外在影响因素的情况下，长三角与珠三角各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呈现收敛趋势，区域差异在逐渐

缩小。
２． 条件 β 收敛分析。 上述绝对 β 收敛检验是在不考虑外在因素影响下作出的估计和判断，而现实中长

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及其内部城市的各外在因素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且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具有不同程度

的影响，鉴于此有必要在实证估计中纳入相关外在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以提高估计结果的精确性，对其收敛

性作进一步检验，即条件 β 收敛检验。
表 ４ 报告了样本观测期内长三角与珠三角整体层面和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层面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

的条件 β 收敛检验结果。 第一，根据估计结果不难发现，长三角与珠三角整体、长三角城市群及珠三角城市

群的 β 系数均为负数，且都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在考虑了除初期水平以外的其他异质性影响

因素情况下，长三角与珠三角整体层面和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层面均具有明显的条件 β 收敛特征，即各城

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随时间推移最终会收敛于各自的稳态水平。 第二，从 β 收敛系数的绝对值来看，包容

性绿色增长水平相对低的长三角城市群收敛速度快于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高的珠三角城市群，这意味着长

三角城市群正在追赶经济发达、总体水平更高的珠三角城市群，但短期内长三角与珠三角间包容性绿色增长

水平差距仍将显著存在。 第三，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长三角与珠三角整体层面和长三角与珠三角城

市群层面中各个控制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有所不同。 其中，技术创新回归系数在整体层面和两大城市

群层面均显著为正，且长三角技术创新的系数绝对值最大，表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包容性绿色增长

水平的提升，即具有正向的创新效应，且长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所具有的创新效应显著优于珠三角，这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技术创新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相对低的区域有着更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回

归系数在整体层面和珠三角城市群显著为正，在长三角城市群为不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包容性绿色增长水

平具有人才红利效应，即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强化人力资本质量能够有效地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 在长

三角表现为不显著的正向资本效应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在长三角城市群内部上海、南京、杭州对大学生

的就业吸引力最高，并形成了以该三大城市为核心的差异化格局［２３］，长三角城市群的在校大学生毕业后可

能会向上海、南京、杭州等发达城市过度集聚，从而对其内部其他城市形成虹吸效应，使得区域人力资本结构

不平衡；另一方面，长三角城市群在校大学生毕业后很大一部分会流向长三角城市群以外的城市（如广州、
深圳等城市），以致人力资本集聚所带来的知识外溢效应低于理论预期，从而使得人才红利效应不够显著。
对外开放回归系数在整体层面和两大城市群层面均显著为负，且以长三角对外开放系数最为显著，这说明长

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在由资本缺乏地区转变为资本充裕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追求外资数

量而非注重外资质量，这种粗放型的外资利用方式导致许多污染产业的积聚，且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

污染无法通过经济增长获得足够补偿，以致对外开放度提高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呈现了负向的抑制作用，
出现了污染避难所假说。 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回归系数在整体层面和长三角城市群层面均显著为负，说明包

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具有负向的结构效应。 政府干预回归系数在整体层面和长三角城市群层面均显著为正，
在珠三角城市群表现为不显著的正向作用，且以长三角政府干预系数最为显著，说明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具

有正向的扶持效应，这意味着通过加大政府除科学技术支出外的财政投入，会有助于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水

平，且政府干预所带来的效果在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相对更低的区域会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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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控制外在影响因素的情况下，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也呈收敛趋势，且具有

正向的创新效应、扶持效应、人才红利效应，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则分别表现出污染避难所效应和

消极结构效应。
表 ４　 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绝对 β 收敛和条件 β 收敛检验结果

区域 整体 长三角 珠三角

β
－ ０． ０８１∗∗∗ － ０． ２１３∗∗∗ － ０． ０８２∗∗∗ － ０． ２７８∗∗∗ － ０． ０７８∗∗ － ０． ２４４∗∗∗

（ － ４． ３９） （ － ６． ３６） （ － ３． ７５） （ － ６． ５５） （ － ２． ３１） （ － ３． ５５）

Ｔｅｃｈ
０． ０２２∗∗∗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３ ＋

（３． ０１） （４． ３２） （１． ５０）

ＨＵＭ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０ ０． ０１５∗∗

（１． ７８） （１． ０８） （１． ９９）

Ｏｐｅｎ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３ ＋

（ － １． ９９） （ － ３． １３） （ － １． ５６）

Ｍａｒｋｅｔ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１
（ － ２． １３） （ － ２． ２６） （ － １． ０１）

Ｇｏ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１
（３． ４４） （４． ３４） （０． ２１）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 ０． ０５３∗∗ － ０． ２２２∗∗∗ － ０． ０６０∗∗ － ０． ３２３∗∗∗ － ０． ０３１ － ０． １６１ ＋

（ － ２． ３０） （ － ２． ８６） （ － ２． ０７） （ － ３． １９） （ － ０． ９４） （ － １． ４７）
Ｆ 值 １９． ２９ ９． ２７７ １４． ０７ １０． ００ ５． ３４８ ２． ６６５
Ｒ２ ０． ０４４ ０． １１９ ０． ０４３ ０． １６４ ０． ０４８ ０． １３６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１１． ５０∗∗∗

０． ０００７
３０． ９１∗∗∗

０． ００００
７． ２２∗∗∗

０． ００７２
３３． ４３∗∗∗

０． ００００
３． ５４∗
０． ０６０１

１０． ９２∗

０． ０９０８
样本量 ４５５ ４５５ ３３８ ３３８ １１７ １１７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ｔ 值，∗∗∗、∗∗、∗、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 、１５％的水平下显著，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为常数项，β 为收敛系数。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经济发展、社会机会公平、绿色生产消费及生态环境保护四个维度构建了包容性绿色增长水

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定基极差熵权法对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年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 ３５ 个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

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运用 Ｋｅｒｎｅｌ 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了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分

布动态与特征，随后又采用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相对差异进行科学测算与

分解，在差异分析的基础上，利用 σ 系数分析了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差异演变的 σ 收敛特征，并构建了静态

面板收敛模型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绝对 β 收敛和条件 β 收敛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从测度结果来看，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年间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均值远高于长三角，且两者均呈

持续平稳上升趋势，但长三角年均增速要高于珠三角，两者的差距呈逐步缩小态势，且城市群内部空间差异

显著。 第二，从绝对差异来看，随着时间推移长三角与珠三角均不存在两极或多极分化趋势，其包容性绿色

增长水平会趋于均衡。 第三，从相对差异来看，区域内相对差异是长三角与珠三角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

源，且区域内和区域间相对差异的交互作用对总体空间差异的影响逐渐增强。 第四，从收敛特征来看，长三

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均存在显著 σ 收敛现象，且长三角收敛速度更快，存在明显的“追赶”态势；
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均存在绝对 β 收敛和条件 β 收敛，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速度与

初始水平成反比，各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收敛至同一稳态水平；包容性绿色增长水

平具有正向的创新效应、扶持效应和人才红利效应，同时，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分别表现出污染避

难所效应和消极结构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就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提升得出以下启示：首先，要加大技术创新投入

数量，强化技术创新产出质量，进而提升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在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城市生态

效率，促进生态环境优化。 其次，要强化人力资本在包容性绿色增长中的作用，提高城市人力资本存量，在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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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本地高素质人口的同时，吸引外地高素质人口到本地就业，并通过区域教育资源合理配置来提高高校质量

与学生素质，进而为城市未来人力资本夯实基础，以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保障和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不过，
由于不同城市对高素质人口的就业与创业吸引力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制定针对性政策以引导高素质人口在

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合理流动，优化城市人力资源结构，避免高素质人口向城市群内部发达城市过度聚

集。 而后，推动外资利用方式由追求外资数量向注重外资质量转型，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较高的地区要着重

并继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水平，积极利用高质量外资所带来的技术溢出，而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相对

低的地区应选择性引进外资，寻求外资质量与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提升的平衡点。 再者，应坚持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政策方针并发挥其优势，从资源要素、产业发展等多个维度促进民营经济与

国有经济协同发展，实现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与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相匹配，避免市场结构失衡所带来的消极

影响。 最后，在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相对低的地区，应积极发挥政府扶持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提升的作

用，合理增加政府财政支出，而在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相对高的地区，应注重提高政府财政支出效率，优化政

府财政支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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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ＺＥＮＧ Ｗｅｎｈａｉ，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　 ＱＩＡＯ Ｑｉｎｇ，　 ＬＩＵ Ｚ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ｉ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 ３３００２２，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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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ｍ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ｕｓｅｓ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ｉｒ σ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β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ｉｓ ｍｕｃ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ｂｏｔｈ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ｂｕｔ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ｈａｓ ｎｏ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ｒ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ｔ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ｅｖｅｌ ｓｈｏｗ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 σ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β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β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ｃａｔｃｈｉｎｇ ｕ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ｏｐｅｎ⁃
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ｈｅｌｔ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ｕｒｂａ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ｐｒｏ⁃
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ｏ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
ｏｗ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Ｕｒｂａ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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